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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西周王朝的衰亡轨?
———《西周的灭亡》读後记

韩　毅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李峰教授的《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

治危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１０月），是近年西周史领域最引人注目

的成果之一。 本书的雏形是作者２０００年在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提交

的博士学位论文，原题为：“ＴｈｅＤｅｃｌｉｎｅａｎｄＦ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Ｚｈｏｕ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ｔｈｅ

ＴｅｎｔｈｔｏｔｈｅＥｉｇｈ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Ｂ．Ｃ”。 经过修改增补後，於２００６年由剑桥大学

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犔犪狀犱狊犮犪狆犲犪狀犱犘狅狑犲狉犻狀犈犪狉犾狔犆犺犻狀犪：狋犺犲犆狉犻狊犻狊犪狀犱

犉犪犾犾狅犳狋犺犲犠犲狊狋犲狉狀犣犺狅狌，１０４５—７７１犅犆。 中文版由徐峰先生翻译，汤惠生先

生审校，在英文版出版一年之後即与国内读者见面，其速度之快在外文学术论著

的翻译上是罕见的。 本书又被上海古籍出版社列入“早期中国研究丛书”之一，

该丛书的宗旨在於译介近年国外学者有关“早期中国”的代表性论著。 从其拟定

的书目看来，的确反映了海外“早期中国研究”方面的第一瞃水准，说明国内学界

对国外同行最新研究成果的解和重视程度已今非昔比。

西周王朝作为华夏文化圈的奠基者，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向来为学者所公认。

但文献史料的匮乏一向是西周史研究中首当其的难题，同时代史料几乎只有

《诗》、《书》中的一些篇章可供利用；而这为数不多的宝贵资料又大多集中於西周早

期，比如《尚书》中的《周初八诰》，《逸周书》中的《世俘》、《作雒》等篇。 因此传统史

学对於西周史事的研究，主要集中於早期，中晚期则薄弱得多。 至於西周一朝的礼

仪制度，则主要依靠《三礼》等东周文献来复原，与西周时期的实际情癋有相当差距。

自上世纪初罗振玉、王国维将“二重证据法”引入古史研究以来，传世与新出

土的青铜器铭文逐渐成为西周史研究的基础资料，研究范围也相应扩展到经济、





































































































































２７７　　

社会、文化诸层面。１９４９年以後大陆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又源源不绝地带来

科学发掘出土的古代遗存资料，从而使西周史研究由“平面”向“立体”方向发展。

近几十年来，国内学界有关西周史领域的研究专著已有不下二十种，如果加上以

“周代”或“商周”为研究断限的著作，就更为可观。 不过这些著作大多是偏重某

一方面的专题性研究，①能够整合各层面问题、贯穿西周一朝历史的综合性论著

十分缺乏。 因此，管学者在各个孤立的“点”上多有深入的探索，但就西周史研

究的整个“面”上而言，!少有突破性进展。

现有西周时期的综合性断代史著作，当首推许倬云先生和杨宽先生的两部

《西周史》。②前者聚了海外西周史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後者则是国内学界最

高水准的代表。 杨著篇幅较大，涉及范围很广，在社会形态、政治制度和礼制等

方面用力尤深，有不少精独到的见解；其缺点在於内容分散，缺乏贯穿全书的

主瞃，不便於初学者及非专业人士。 许著具有较强的宏观史学意识，以西周国家

的建立、周人对?族的吸纳、不同文化的融合作为全书的纲领，使读者容易把握

西周史的主要%络。 史料运用方面，两书都很重视铜器铭文的研究，但杨著对考

古资料的吸收相对欠缺。 许著虽然相当重视考古实物资料的作用，但在材料的

阐释方面仍存在一些隔膜。 在研究时段上，两书都侧重於西周早中期，对於西周

晚期历史的讨论相对较少。

因此，对於西周王朝衰落和灭亡的全过程及其深层因素的综合性研究，还是

西周史领域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 《西周的灭亡》一书的出现恰好弥补了这个缺

陷。 作者在“绪论”中明确表示：“这本书?非一部西周通史，甚至也不是西周晚

期的通史，而是想通过对围绕西周灭亡这一历史事件有关问题的实证性研究，来

对一个具体问题进行一个合理的历史性解释。”不同於面面俱到的“断代史”模式

和单向度的“制度”研究，作者所要做的是对“西周晚期历史发展的‘原理’（ｒａｔｉ

ｏｎａｌｅ）和‘动力’（ｄｙｎａｍｉｃｓ）的系统考察”（页８）。 由於作者先後接受过考古学、

历史学、古文字学等多学科的系统训练，又亲身领略过东、西洋“早期中国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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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时至今日，诸如国家形态、家族形态、宗法制度、官制、礼制、法制、土地制度等领域都已有了相应的
专著，有的领域还不止一部。
许倬云：《西周史（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１（繁体字版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８１年初
版）；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２７８　　

域不同学派的熏陶，故能兼取实证研究与理论建构之长，使上述宗旨真正贯彻到

全书的各个环节中。 在史料运用方面，作者不仅继承了传世文献与铜器铭文互

证的传统，而且大大扩展了考古资料的运用，使其真正成为与文献和金文“三足

鼎立”的基础资料。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将考古学文化的分析与地理学的空间分

析相结合，成功地实现了“历史空间”的还原。 可以说，本书在西周史乃至整个中

国上古史领域都具有研究范式上的创新意义。

地表形态（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是本书的关键词之一。 作者在《绪论》中指出：“西周

的灭亡是政治和地理之间一种长期且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作用既是历

史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地理的过程。” 因此，“本书旨在探讨西周国家的衰弱和

灭亡这一特定的持续历史和地理过程中，地理条件及其政治性建构之间的杂

关。”（页８）地表形态，政治结构，政治事件，是本书解释体系中的三个层次，颇

有年鉴学派“三时段”理论的意味。 因此，对西周王朝疆域内“地表形态”的复原，

乃是全部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本书的第一章《西周国家的基础：建构政治空间》要完成的就是这一任务。

作者将西周王朝领土的核心区域划分为西部的“王畿”（包括关中平原及其边缘

地区以及东都洛阳附近）和东部的封国（主要包括中部平原以及-西南的汾河谷

地）两部分，这一划分本身就含有作者对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的认识。 作者指出，

周王朝在这两个区域内实行了截然不同的管理规则：王畿地区“受周王朝的直接

行政管理，?由王师独立承担防”（页３７）；广大东方地区则依靠“政治代理人”

式的封建制度来维持间接统治。 同时，两者的差?还体现在贵族封君的不同称

谓上：东部封国的封君习惯上被称作“侯”，而王畿内的贵族首领则根据其在家族

内的排行被称为伯（页１２９）。①这一统治模式的“双轨制”与下一章所论西周国家

的双重性危机密切相关。 作者认为，西周王朝这种特殊的政治地理结构?非出

於偶然，而是“西周国家精心构建其地缘空间，从而巩固其政治基础的过程”，是

“政治企图与地理现实相协调的产物”（页１０４—１０５）。 在论述王畿地区时他还

提出，王畿内部存在多个王室直接控制的中心城邑，由统一任命的官员来管理

<=7>

① 这种差?虽然早有学者指出，但仍未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直到近年，国内仍有学者主张西周时期
不存在“王畿”，畿内封君与外服诸侯没有本质区别，这种认识与金文及考古资料显示的实际状癋
明显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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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７页）。 这些看法更新了学界通行的常识，使我们认识到，西周国家?非是

王权将地方治理权授予领主而形成的简单平面结构，而是由多个平行系统构成

的杂政治体系。

在本章各节中，作者首先介绍每一区域的地理环境和道路交通，然後才涉及

重要的考古发现———包括遗址、墓葬和有铭青铜器，这样的叙述方式颇具新意。

国内的考古学著作大多只是巨细靡遗地罗列资料，对地理环境的介绍往往被忽

视。 而在作者的引导之下，读者眼前仿佛逐渐展开一幅西周王朝的政治地理图

卷，各地的战略地位和交通联一目然；原本枯燥无味的考古资料也被赋予鲜

活的生命，与地理背景共同构成西周国家的地表形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

对-东南地区给予特别的重视，将其单独列为一节。 作者指出，这个地区与渭河

谷地之间存在“特殊的亲密关”，说明其在西周王朝战略上的地位可能与东部

地区有所不同（页１０３）。 近年来-西南地区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已证明作者的

判断极富远见。①本书的《附录一》作为第一章的补充和扩展，②介绍了西周国家

的边缘地区（包括山东、江淮流域和华北北部）。 显然，缺少了边缘，将会大大影

响我们对西周国家整体战略格局的认识。

在完成对西周王朝政治地理空间的建构之後，作者即着手从内乱和外患两

方面探索西周衰亡的深层因素。 第二章《混乱与衰落：西周国家的政治危机》侧

重於揭示“在西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即已积淀的结构性危机”（页１０７）。 作者认

为，危机的源头可追溯到西周国家内部两对最基本的关———中央王室与地方

封国、王权与王畿内贵族家族权力，由於周王丧失了对这两种关的控制力，西

周国家的基础遂不复存在。 一方面，西周王朝对广大东部地区的控制是建立在

以血缘关为基础的宗法封建制之上，然而随着血缘纽带逐渐弛，封国与王室

之间呈现日益“游离”的趋势；王室很少能得到来自封国的支持，!要凭藉王畿地

区的有限资源来维护整个国家的安全，於是其力量逐渐削弱。 另一方面，周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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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虽然近年绛县横水?氏墓地和翼城大河口墓地的最新发现，否定了作者提出的-西南不存在非
姬姓封国的看法，但它们与新公?的铜器�公簋都证明这一地区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 参看山
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２００６年８期；谢尧亭等：《山西翼
城大河口西周墓地》，《文物天地》２００８年１０期；朱凤瀚：《�公簋与唐伯侯於-》，《考古》２００７
年３期。
这些内容在作者的博士论文中本是第一章的组成部分，现出於篇章结构的考虑而改为《附录》。





































































































































２８０　　

王畿内贵族的管理是依靠恩惠换忠诚的方法，即不断给予各种形式的赏赐尤其

是地产，以换取他们在朝廷中的服务。 作者认为这种自杀式的管理方法不可避

免地削弱了周王室的经济基础，同时造成贵族势力的坐大。

应该说，本书对於西周王朝结构性矛盾的把握是非常到位的，一些具体的分

析也颇有新意。 比如作者将国人暴动解释为“周王权与一些有影响力的宗族之

间的一场主要(”，与其说是“被剥削阶级推翻贵族阶级的一次胜利，不如说贵

族力量战胜王权，抑或是王权重建的一次失败”（页１５６）。 这一判断超越了传统

史学的道德批判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阶级分析，十分敏锐地捕捉到国人暴动的

实质，我对此深表赞同。 遗憾的是，作者?未从这一视角对王权与贵族的矛盾做

更深入的发掘。 从“两种基本关”来解读西周王朝的衰落，容易使读者将其理

解为一个匀速递0的过程，因而忽视了其中的杂性和曲折性。

比如在论述西周中晚期封国与王室关的疏远时，作者举证说，此期铭文中

少见早期那种诸侯到王都朝觐天子的例子。 这显然不够全面。 近年新出金文

中，多见西周晚期周王命诸侯国军队参与征伐之例，如厉王时的应侯视工鼎（新

１４５６）、簋及柞伯鼎，①宣王时的-侯苏钟（新８７０—８８３）等。 这一方面说明地方

封国实力增强，另一方面也说明王权力图控制和利用封国的力量，使其为王朝服

务。 虽然此时王室与封国之间的联可能不如穆王以前那麽紧密，但比起恭、

懿、孝、夷时期，显然是大为加强了。②又如作者以封国考古学文化的地方化来证

明其对王室的离心倾向，实际上目前西周晚期东方各国的考古资料仍相当缺乏，

不足以支*此论点。 作者所举仅有山东地区之例，而学界对山东地区西周至春

秋早期墓葬的断代，过去长期存在偏早的倾向；比如作者所举的曲阜鲁故城墓

葬，其实际年代可能只能到春秋早期。 而天马———曲村-国墓地和平顶山应国

<=7>

①

②

本文所引金文资料，若不加说明，皆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
华书局，１９８４—１９９４（直接在器名後用括号标注，形式为《卷数·序号》）。 另有部分新出铭文引自
锺柏生等合编：《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编》，台北：艺文印书馆，２００６（前加“新”字以示区
别）。 应侯视工簋资料，参见首阳斋等合编：《首阳吉金———胡盈莹、范季融藏中国古代青铜器》，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页１１２；柞伯鼎资料参见朱凤瀚：《柞伯鼎与周公南征》，《文物》２００６年

５期。
虽然作者在本章第四节中指出宣王时期王室与诸侯的关有所改进，但?未注意到这种改进在厉
王时期已经出现。





































































































































２８１　　

墓地的西周晚期墓葬，!显示了与王畿地区高度一致的文化面貌。 因此，考古学

文化的地方化趋势可能要到春秋早期才普遍出现。

作者以管理方式的不当（即恩惠换忠诚模式）来解释王室的衰弱和贵族力量

的增强，也有过於简单化的缺陷。 作者的主要论据之一是西周晚期周王向臣下

赏赐土地的零碎化。 诚然，与早期相比，西周中晚期无论是王室还是贵族的土地

?有都呈现零碎化的趋势，这与贵族阶层的膨胀和宗族组织分化所造成的资源

紧张有关，也是包括作者在内的很多学者已经指出的。 但问题的关键?不在於

土地资源分配的形式，而在於分配权掌握在谁手中。 在恭王至夷王时期，除永盂

（１６．１０３２２） 以外， 再未见到周王向臣下赏赐土地的例子。①相反，?生

簋（８．４２６２）、五祀卫鼎（５．２８３２）、卫（１５．９４５６）等铜器铭文显示，这一时期土地

资源的交换大多是贵族之间的自主行为，?需得到当权大族的认可，王权几乎没

有任何作用。 直到厉王时期，周王向臣下赏赐土地以及处理土地分配的事例才

重新出现，②宣王时进一步增多。 一些例证表明，“国人暴动”之後败亡贵族的土

地很可能在宣王主持下进行了重新分配。③这说明，西周王室的经济力量在经历

了中期的削弱以後，晚期又出现增强的?象。

诚如作者所言，王权与贵族的博弈是西周王朝政治的主要矛盾。 王朝的命

运与王权的兴衰息息相关，但西周王权的衰落?不是“直瞃下滑”运动，而是 Ｗ

形的曲折运动。 王权在与世族的(中?非一直处於被动，厉王的专制就是王

权对“世族政治”的反攻。 国人暴动既是世族与王权的#，也是贵族阶层本身

的大分裂，必然导致王朝权力结构的根本变化。 这一事件与随後的宣王中兴有

何联？ 厉王与宣王两朝的王权复兴运动在西周王朝的衰亡史上究竟发挥了什

麽作用？ 这些问题本书?未涉及，还值得深入探讨。

本书的第三章《门前的敌人：猃狁之战与西北边境》，主要讨论西周晚期的外

患。 作者在前文建构的西周王畿地理空间的背景下，考察了西周王朝与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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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作者将大克鼎（５．２８３６）的年代定在西周中期（页１４４），显然是不妥的，近年多数学者主张将其与
相关铜器定在宣王时期。
如本书所举，前者有?簋（８．４３２３），後者有大簋（８．４２９８）、9虎鼎（新７０９）等。
宣王赏赐土地之例有大克鼎、四十二年逑鼎（新７４５），主持划分疆界及处理土地纠纷之例有9虎
鼎和�攸比鼎（５．２８１８）。





































































































































２８２　　

敌人———猃狁之间的较量。 第一节详细讨论了相关文献记载和重要铜器铭

文———多友鼎（５．２８３５）、兮甲盘（１６．１０１７４）、虢季子白盘（１６．１０１７３）、不其簋

（８．４３２８）等，建立起周与猃狁之战的历史过程。 第二节则利用铭文提供的地理

资讯，复原了几次重大战役的具体经过和地理背景。 第三节中，作者通过考古资

料重建了西周中晚期的西北边疆，他指出，这一区域实际上是周人与多种文化和

政治势力共生的过渡地带，而周王朝对这一地区控制的0弱使得王畿腹地直接

暴露在?族威胁下，这就是西周晚期边疆危机的来源。

本章涉及的问题可上溯到王国维的《鬼方、昆夷、猃狁考》，具有深厚的学术

史背景。 应该说，无论是在宏观的视角，还是在细节的论证上，本书的研究都有

超越前人之处。 然而上古民族及其地理活动范围的探索，向来是一个高风险的

命题。 尤其是铜器铭文中地名的定位，由於年代久远且缺乏与後世地理著作的

联，其不确定因素更多。 对於猃狁活动的区域，学界向来存在(议，主要有山

西中、北部和泾水上游两说。 本书支持猃狁由宁夏南部沿泾水河谷侵入关中的

说法，其全部论证大多在此前提下展开。①但近年新出的几件铜器对此说提出有

力的反证。 其一是２００３年陕西眉县杨家村窖藏出土的四十二年逑鼎（新７４５），

铭文叙述宣王“肇建长父侯於杨”，?派单逑助其建国，随後单逑“騚狁，出�於

井阿，於砶，……追搏戎，乃即宕伐於弓”。 铭文中的“杨”，学者大多认为即

-南洪洞的杨国，因此单逑与猃狁之战涉及的地点应该不出今山西中南部。 作

者虽然对此铭文提出质疑和解释②，但显得不够有力，最後建议将其搁置一旁。

第二个反证是现藏香港思源堂的�簋（新１８９１），其年代在穆王时期，铭文称“驭

戎大出於楷”。 不其簋铭文有“驭方、猃狁广伐西俞”之句，③驭方即此驭戎，其地

域应与猃狁相近；故解#驭戎与楷国之地望，亦可有助於推定猃狁之地望。 近年

-东南的黎城县发掘了一批西周晚期大墓，出土铭文有“楷侯宰”字样，发掘者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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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但作者?不认为猃狁的考古学文化就是泾河上游土著的寺洼文化，他认为猃狁可能是一种断续从
北方侵入泾河上游的力量，居住在陕北高原至宁夏平原的广大地域内，?有可能是商末鄂尔多斯
地区青铜文化的继承者（第２１５—２１６页）。
例如作者认为“井阿”与凤翔一带的“井”地有关，但“井阿”之“井”字两h下端明显外撇，与河北邢
国之“井（邢）”字相同，而与关中之“井”两h垂直的写法明显有别。 “井阿”应与太行井陉有关。
过去不少学者将不其簋认定为秦人之器，其实?无有力证据。 另外，本书将“不其驭方”连读（页

１８０），似以“驭方”为人名的一部分，这显然不妥。





































































































































２８３　　

出“楷”即文献记载中的黎国，①得到不少学者赞同。 楷国之地望既然在太行西

侧的黎城，驭戎的活动地域很可能就在临近的太行山区。②因此，驭戎和猃狁有

可能是沿太行山及其支%由东北向西南移动，厉王时期进入汾河谷地，宣王後期

才威胁到王畿。

除地望以外，有关猃狁诸铜器的年代，学者也有不同意见。 本书将兮甲盘、

虢季子白盘、不其簋的年代定於宣王在位早期，符合学界的通行看法。 但近年四

川大学彭裕商教授提出兮甲盘乃幽王时器，他还指出宣王前期用兵的主要方向

是南方的淮夷，後期才转向西北的犬戎，而《小雅》中记载周伐猃狁的《六月》、《出

车》等诗篇要晚到东周初年。③其说与传统观点大?其趣。 当然由於资料有限，

这些(议短期内很难得到解#，也不足以否定本书构建的解释体系，但一些另

蹊径的思路仍然能够提醒我们对一些平日视若“常识”的观点进行反思。

西周晚期王朝的主要敌人除北方的猃狁外，还有东南方的淮夷、东夷。 虽然

後者由於距离较远，对王畿的直接威胁不如前者大，但其对战略全局的影响丝毫

不亚於前者。 目前所见与猃狁有关的铭文总共只有５、６篇，而西周晚期涉及周

王朝与东夷、淮夷关的铭文几乎三倍於此，其时间跨度从夷、厉之际一直延续

到西周末年。 而且厉、宣两代对南方始终保持进取态势，厉王甚至率军亲征，这

与周王朝在西北的保守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再联西周早期对东土、南土的经

略，可以说西北取守势、东南取攻势是周王朝一贯的战略方针。 这一方针造成东

都成周地位的上升，?促进东方诸侯势力的增长，导致周王朝的战略重心向东方

转移。 从这个意义上讲，周室的东迁不仅是迫於西北戎族的压力，也包含有王朝

主动的战略选择。 本书对周王朝“外患”的关注集中於西北，很少涉及东南，④不

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第四章《西周的灭亡：党派之(与空间的崩溃》，从事件层面探讨了幽王一朝

走向灭亡的原因和过程。 如作者所言，一方面能够提供西周末年政治史资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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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高智、张崇宁：《西伯既勘黎》，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

３４期。
北京琉璃河１１９３号大墓出土的克、克（新１３６７—１３６８）铭文讲述召公之子克受封於（燕），
?统治一批土著部族，其中就有“驭”，说明当时的驭戎尚活动於太行山北段，其後逐渐南移。
彭裕商：《周伐猃狁及相关问题》，《历史研究》２００４年３期。
只在第二章中有少量涉及，且大多强调的是淮夷对周王朝的威胁。





































































































































２８４　　

铜器铭文极为缺乏，另一方面传世文献记载多经过後人的改造，以致矛盾分歧之

处比比皆是。 因此，学界过去对两周之际史事的探索大多如同猜谜，?说纷纭，

莫衷一是。 作者试图沿着前文开创的内乱与外患两条轨道来解析这一难题。 内

乱方面，作者延续了口义介等学者“派系(”的思路；不同的是，作者将(

的两派认定为前朝元老皇父（即金文中的函皇父）与幽王、褒姒及其支持者，进而

对《小雅》中的几篇政治讽刺诗给予新的解释。 外患方面，作者认为进攻周都、杀

死幽王的申—西戎联盟与猃狁的威胁来自同一方向，即泾河上游，以此为基础构

建了两周之际一系列变乱的地理空间。

作者继承了西周末年存在两个申国的观点，认为除南阳盆地的南申之外另

有一西申，?将西申之地望定在泾河上游，与申国联盟的吕国亦在附近。 此说有

其难以解释的地方。 首先，平王的另外一些支持者，如郑，以及-、卫等诸侯，当

时都位於关东。 而且，这些支持者之间还存在密切的联，比如申与郑就曾经通

婚。①宗周覆亡後，平王的最终选择是东迁成周，说明他在东方已有一定政治基础。

那麽在东迁之前，远在西北的平王及申、吕等国是怎样跨越遥远的距离，克服幽王

及其後=王集团的阻拦，而与成周的郑氏及东方诸侯保持政治联盟呢？ 再者，与

申、吕同为姜姓太瞸之後的许，也是平王的支持者。 据《诗·王风·扬之水》，可知

平王东迁不久，许与申、吕（甫）即同在南阳地区，平王且发兵屯戍三国，可见三国与

王室关同样密切。 对於许在西周末年的地望，作者?未讨论。②如果许在西周灭

亡之前即已封於南阳，它与远在西北的申、吕又是如何建立联的呢？

显然，问题的根源在於作者与很多学者一样，认为与申联合攻破周都的西戎

（犬戎）就是金文中的猃狁，?将其定位於宗周之西北。 此说忽视了平王东迁的

深层背景，即平王的支持者大多位於关东，而且都是当时最有前途的新兴势力。

而与平王对立的=王，则仅得到少数关中世族（如虢氏）的支持，最终为-国所

灭。 如果平王固守西北一隅，即使得到戎族的武力支持，显然也无法获得最终的

胜利。 诚如作者所言，周末变乱起源於王朝的内部矛盾，包括王权与贵族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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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左传》隐公元年：“郑武公娶於申，曰武姜。”从时间推算，这次联姻很可能发生在西周灭亡之前或
其後不久。
徐少华先生据杜预《春秋世族谱》，认为许始封於武王时，见《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武
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页２００。





































































































































２８５　　

和新旧贵族之间的矛盾。 这些矛盾的积累绝非幽王一朝之事，其影响亦远及春

秋早期。①虽然在目前的资料条件下，对这一谜团的任何解释都不可能做到完美

无缺，但从历史的深层着眼，应该会更加接近真实。

本书的第六章《东迁：周的重构》，作为上一章的延伸，探讨的是平王东迁之後

地理空间和政治秩序的重新建立。 作者关注的对象分为三个部分：平王率领下的

朝廷，关中贵族的代表郑和虢，乘周室东迁之机入主关中的秦。 作者延续了多年前

提出的旧说，认为三门峡虢氏墓地的年代上限可到西周晚期，因此将虢氏东迁三门

峡的时间定在了平王东迁之前。 这就必然带来一个问题：作为=王死党的虢氏既

然早在西周灭亡前就已东迁，平王及其追随者是怎样通过虢氏控制下的要隘函谷

关呢？ 对此作者?未给予合理的解答。 在我看来，作者对礼县秦公大墓年代的判

断也存在偏早的倾向。 虽然对於这些问题，考古学界目前还未达成一致意见。 但

随着陕西韩城梁带村墓地等新资料的公?，②学者对东、西周考古学文化的分界问

题应该会有更清晰、全面的认识，进而推动两周之际史事的研究。

本文对《西周的灭亡》一书中很多具体观点提出不同意见，绝不是为了否定

本书取得的成就。 在文献史料极度匮乏、新出土资料又层出不穷的上古史领域，

任何观点的“正确”性都是相对而言，随时可能受到新材料的质疑和纠正。 与纠

缠於个别细节问题的正误、得失相比，寻求历史发展的大%络，发掘重大问题的

答案，显然要面临更多的陷阱，也因此具有更大的学术意义。 作者尝试运用不同

性质的史料和多学科的方法，对中国早期王朝的衰亡原理进行了动态和立体的

考察，这一学术实践的示范意义已超越了具体的答案。 相信已有不少研究者从

《西周的灭亡》一书中得到启发，虽然他们?不一定完全同意书中的观点。 李峰

教授近年来继续致力於西周官制与政体的研究，所论多发前人所未发，其成果已

结集为专著出版。③希望这部新著的中文译本早日问世，在为国内研究者提供新

鲜空气的同时，也给西周史这一相对冷僻的领域带来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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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比如《左传》中自平王後期开始尖锐化的虢与-、郑的矛盾，就是发源於西周末年。
参看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关於韩城梁带村遗址三座大墓的发掘简报，见《考古与文物》２００７年第２
期、第６期，《文物》２００８年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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